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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进展，对中国学者在对中国古籍中有关东南亚史籍和

史料的整理、翻译介绍国外东南亚史研究成果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作了简要论述；本文最后分析了中国

东南亚史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的差距，提出了以后东南亚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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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对古代东南亚了解和记载最多的国家，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对东南亚历史

的研究，却是在进入 20 世纪后开始的，30—40 年代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冯承钧、李长傅、向

达、方国瑜、凌纯声、姚楠、张礼千、陈荆和、陈礼颂等，已对东南亚史中的一些问题尤其

是中国—东南亚关系史、民族关系史、古代南海史地考证以及华侨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当时研究的领域有限，较少涉及东南亚国家本身的历史。 

    中国学者对东南亚史的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70 年代末中

国改革开放后，才得以从各个方面推进。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除了个别学者（如陈序经先

生）已大有建树，总体上看，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还处于翻译国外著作（特别是 70 年

代初翻译了一批东南亚各国史的著作）、编写简述东南亚国家历史的讲义、论述东南亚一些

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对一些历史问题在内部进行研究（如 70 年代中叶云南省历史研

究所对中泰关系史、中越关系史的研究）。1978 年以后，情况才发生大的变化，北京、广东、

福建、云南、河南等地东南亚研究机构的恢复、发展或新建，北大、厦大、暨大、中大、郑

大、云大和云南师范大学对东南亚教学的加强和硕士、博士研究生招收、培养工作的推进，

以及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和各地分会的积极活动，有力地调动了各个方面的力量，激发了学者

的活力，推动了东南亚史研究在各个层面的展开，使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在 80 年代前期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仅 1979 年至 1986 年间发表的论文就达 390 篇，占这一时期有关东南

亚论文总数的 38%[1]，而且深刻地影响了 20 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东南亚史研究（但 80 年代

中叶起史学研究的论文就大为减少，1998 年南方 5 个东南亚所 6 种刊物载文中，历史类已

下降到 6%）。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史研究，似乎正处于这一波将逝而新的一波尚未涌起的时

期。回顾过去我感到成就不凡，认为东南亚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中国

对世界各地区史研究中最有成绩的领域之一。东南亚研究的机构之多，东南亚史研究的范围

之广、出版的成果之多，都超过了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地区（如南亚、西亚、非洲、拉丁美洲）

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人全面了解乃至深入认识东南亚的历史，促进双边的学术文化交流和友

好关系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也面临困境和问题，不能

不使人有所忧思；在新世纪如何发展，树立新的目标，开创新的业绩，更需要认真思考、探

索，作出新的艰苦努力。 

一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研究的领域广泛，涉及了东南亚地区

的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大大超越了建国前对东南亚的研究主要限于移民、华侨

和中国—东南亚关系和南海史地考证的较为狭隘的范围，也突破了 1978 年前以翻译外国译

著、介绍其情况和重点研究华人华侨及某些重要问题的局限。在地域上涉及东南亚的十个国

家，从时间上包括了从原始社会史到当代史，涉及东南亚原始社会史、古代国家史、西方殖

民侵略和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史、殖民统治和殖民地社会变迁以及民族主义运动

史、资产阶级改革、革命和二战后的历史发展；在研究中重视对东南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特点

的探讨，对古代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古代印尼、菲律宾的土地制度、经济制

度和社会结构特点作了较深入的分析研究；重视东南亚史上的尤其是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和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对三次英缅战争、缅甸国王敏同和泰国朱拉隆功王的改革、越

南维新运动、菲律宾独立运动、印尼蒂博尼哥罗起义、缅甸咔龙会起义、越南义静苏维埃和

1945 年 8 月革命、泰国 1932 年革命、印尼九·三○事件、越南抗法、抗美战争，以及印尼

的蒂博尼哥罗、苏加诺、哈达、苏哈托，菲律宾的黎萨尔、马科斯、科·阿基诺，马来西亚

的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越南的陈仁宗、朱文安、黎圣宗、潘佩珠、潘周桢、吴庭艳、

胡志明，泰国的朱拉隆功、瓦栖拉兀（拉玛六世）、比利、銮披汶、缅甸的敏同王、金蕴敏

纪、德钦丹东、吴努、昂山，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等重要历史人物，都有专题性的

研究；对在发展中国—东南亚关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如郑和、黄遵宪、薛福成、孙

中山在南洋的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中国史籍中大量有关东南亚的文献进行整理；对中国

—东南亚关系史和东南亚华人华侨史的研究，更是中国东南亚研究中富有特色、体现优势和

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对东南亚文化史、宗教史、民族史、军事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也

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这就使得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全面性、多样性和丰富

性，并且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据不完全统计，1978 年以来，国内发表的有关东南

亚史的论文不下 900 篇，出版的著作（包括论文集）超过 300 部。 

二 

我国古代对东南亚的记述是世界各国中最为丰富的，是研究古代东南亚史必不可少的

宝贵资料，世界上著名的东南亚史研究专家霍尔等都极为重视中文资料。因此，对之进行系

统地整理，是东南亚史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和基本建设，也是中国学者能作出独特

贡献的重要领域。建国以来，尤其是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出版了大量成果，主要有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1987），王邦维的《南

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华书局，1994）、章

巽的《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1986）和郭鹏的《佛国记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向

达的《蛮书校注》（中华，1958）和赵吕甫的《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1986）、木芹

的《云南志补注》（云南美术，1995），江应梁的《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苏继庼的《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

陆俊岭校注《异域志》（中华书局，1981）、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宋）

赵汝适的《诸番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黎崱的《安南志略》、（明）严从简的《殊域周

咨录》、罗日  的《咸宾录》鞏珍的《西洋番国志》、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

览》、（明）茅元仪编《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清人大汕的《海外记事》、陈伦炯的《海

国闻见录》、王之春的《清朝柔运记》、魏源的《海国图志》（陈华等点校注释，岳簏书社，

1999）、梁廷木丹的《海国四谈》等重要涉及东南亚的古籍，都有了高质量的校注本。 

此外，郑鹤声、郑一钧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3）、中山大学东南

亚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编的《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景振国主编的

《中国古籍中有关老挝资料汇编》（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陈显泗等编的《中国古籍



中的柬埔寨史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陆俊岭、周绍泉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柬埔寨

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6）、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有关东南亚史料汇编》（云

南人民，1986）、黄国安等编的《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辑》（广西人民，1988）、宁超主编

的《滇国、滇越国、哀牢国、掸国、八百媳妇国史料汇编》（云南民族，1996）等，也都是

很有价值的涉及东南亚史的专题或分国别的史料汇编。 

除了上述大陆出版的大量涉及东南亚史的经整理、校注的古籍，台、港、澳方面也有

一些很值得重视的校点著作和资料汇编，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明清史料·庚

编》（中华书局，1987 年影印），汇编了明清（主要是清）大内档案中有关东南亚尤其是越

南、泰国、缅甸及其与中国关系的资料，极具价值。清王大海的《海岛逸志》和印光任、张

汝霖的《澳门纪略》这两种对于了解清代东南亚尤其是海岛东南亚有重要价值的著作，分别

由香港学津书局和澳门文化司出版。 

当然，中国古籍中涉及周边国家地名极为复杂，有的不加细察，难免张冠李戴。尽管

上述一些古籍整理者对所点校著作中的地名作了考证，前辈学者岑仲勉、韩振华、朱杰勤、

姚楠、方国瑜等以及海外尤其是日本和法国学者也作过不少研究，但缺乏整理汇总。陈佳荣、

谢方、陆峻岭三位先生，在前人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博参群书，惨淡经营，完成了《古代南

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一书，不但广收中国史藉中记载的古地名，加以考释，而

且将外国专著中的南海古地名转为汉译并予考释，为中外东南亚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

便，是一项极富学术应用价值的著作。 

三 

介绍翻译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有关东南亚历史的著述，也是加强基础性工作、推进我国

东南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80 年代前，我国学者翻译的东南亚史著作，主要有陈礼颂

翻译的英国人吴迪的《暹罗史》、姚楠翻译的英国学者哈威的《缅甸史》、陈炎先生翻译的缅

甸学者波巴信的《缅甸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室集体翻译的苏联缅甸学者瓦西里耶夫

的《缅甸史纲》、北大东语系集体翻译的越南著名学者陈辉燎的《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越

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苏联史学家尼·烈勃里科娃的《泰国近代史纲》、《泰

国现代史纲》、厦大外文系翻译的泰国著名史学家琼赛的《泰国和柬埔寨史》和《老挝史》、

吴世璜译的印尼学者巴尼的《印度尼西亚史》、姚梓良翻译的温斯泰德的《马来亚史》、吴世

昌翻译的菲律宾史学家 F·赛义德的《菲律宾共和国》、林启森译的赛义德的又一部著作《菲

律宾革命》等。 

为更多地了解国外东南亚史研究的状况和新进展，努力赶上东南亚研究的世界水平，

为东南亚研究界提供必要的国外参考资料，20 多年来尤其是在 80 年代我国东南亚研究者又

译介了多部国外东南亚研究史著作，其中主要有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英国著名的东

南亚史专家 D·H·E，霍尔著《东南亚史》（上、下册），姚楠等译美国较有代表性的东南亚

史著作有卡迪的《战后东南亚史》，姚楠、马宁译卡迪著《东南亚历史发展》（上、下册），

姚楠编译著名的华裔学者王赓武先生的《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戴可来译越南阮雅等著《黄

沙和长沙特考》和潘耀黎著《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梁红奋翻译的越南史学著

作《雄王时代》和《越南村社》，王文达翻译的泰国史学名著《庸那迦纪年》，赵维扬、李孝

骥等译缅甸貌貌博士著《缅甸政治与奈温将军》，贺圣达译缅甸貌丁昂著《缅甸史》，马宁、

段立生译《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泰国当代文化名人披耶阿努曼拉查东的生平及其著作》，

李学民、陈巽华译印尼林天佑遗著《三宝垅历史》和新加坡苏里亚迪纳达博土著《爪哇土生

华人政治》，李学民译印尼萨奇门著《蒂博尼哥罗战争史》，刘永焯译法国默涅著《柬埔寨史》，

周南京、梁英明选译《近代亚洲史料选辑》，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东南亚历史译

丛》（1—4 辑）等。进入 90 年代后出版的重要译著有，戴可莱等翻译的越南陈重金著《越



南通史》、周南京翻译的澳大利亚史学家梅·加·李克莱弗斯的《印度尼西亚简史》等。贺

圣达近年来主持翻译的《剑桥东南亚史》也将交付云南人民出版社。 

四 

东南亚地区史和东南亚国别史的研究和撰写，既是研究东南亚历史的重要基础和内容，

也是体现我国对东南亚历史研究总体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全面了解东南亚地区及各国

历史发展，认识东南亚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并进而深入研究东南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

义。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推出了二十多部

东南亚地区史和国别史著作，改变了 70 年代之前那种很少有正式出版的中国人写的东南亚

史的状况，而且，不少著作有厚重的份量和较高的学术水平。海天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陈

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包括了“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

“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掸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南海古史初述”

等八种，洋洋百余万言，以丰富的史料，对中国古籍中提到的数十个东南亚古国的民族源流、

历史演变、文化发展及对外关系，作了较系统的疏理、论述，引证史料丰富，在撰写方法上

别具一格，对许多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虽然还不是比较完整的东南亚通史或国别史，但以

一人之力对东南亚史作如此广泛而又相当深入的研究并在 60 年代初就已完稿，在海内还是

第一人。虽然 90 年代初才公开出版，但五六十年代已在香港印出赠予同行，在学术界产生

了相当的影响。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一批简明可读的东南亚简史和内

容丰富、材料扎实、学术性较强的通史类著作。在简史方面有钱文宝、林伍光的《马来西亚

简史》（商务，1981）、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著的《泰国简史》、《缅甸简史》、厦大南洋

所编《新加坡简史》、厦大历史系编《印度尼西亚简史》、刘迪辉的《东南亚简史》等。 

在通史类著作方面，有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泰国史》（广东人民，1987）、

金应熙主编的《菲律宾史》（河南人民，1989）、陈显泗著《柬埔寨两千年史》（中州，1990）、

申旭的《老挝史》（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0 年）、贺圣达的《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

周南京整理的巴人遗著《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995）、郭振铎、张笑梅的《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这些著作的特点是

资料尤其是中文资料较为丰富，内容较为详尽，重视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重视

对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论述。这样，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有了中国人撰写的较为详尽的通

史。此外，在东南亚地区史方面，有王民同主编的《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梁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五 

    如果说通史的编著撰写代表了中国学者研究东南亚地区史和国别史所达到的总体水平，

那么，对东南亚史上重大问题的研究，则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的深度、取得的重大进展和一

些方面的突破。其中一个重大的突破，是中国学者对南诏大理国的族属和泰族起源问题作了

深入研究，确证了南诏、大理国非泰族所建，对把南诏—大理史说作为泰族史，把南诏—大

理国说成是泰族建立的王国的的错误说法，作了全面、科学、有充分说服力的分析和批判，

澄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对于消除 100 多年前由拉古柏里等西方学者提出，后来又为泰

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学界、教育界广泛接受的“泰族建南诏王国说”造成的影响，起了重要的

学术作用。在这方面，杜玉亭、陈吕范在 1979 年《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忽必烈平大理国

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和陈吕范的《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在

泰国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但实际上早在 30—40 年代，我国学者凌纯声、方国瑜和海外

学者许云樵就著文指出“泰族建南诏王国”说的谬误。新中国成立后，江应梁、马长寿等学

者也著文论证了“南诏是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政权”。贺圣达的《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



与破产》（载《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1990.4；英文版，1995.4）则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

了全面的回顾审视和综合分析。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扩展、

深入到壮泰各族的渊源和历史联系。两部很有深度的著作是范宏贵的《同根生的民族——壮

泰各族渊源和文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和何平的《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

史再考察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东南亚不同于中国、印度，也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而且各国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学者深化对东南亚史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重视对东南亚历史发展特点的研究。上述在

一些通史如柬埔寨史、缅甸史、越南史在论述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时，就充分注意到了探讨

其历史发展的特点。有一些论文和著作，则专门探讨了某些问题，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及东南

亚各国古代社会的特点。陈碧笙的《古代暹罗封建制初探》、邹启宇的《泰国的封建社会与

萨迪纳制》和《泰国封建农奴制简论》、何肇发的《曼谷王朝初期的人力控制》深入分析了

泰国的合土地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为一的“萨迪纳制”以及古代泰国社会着重于“人力控制”

的特点；贺圣达的《阿赫木旦制与缅甸封建土制经济的特点》、《试论缅甸封建社会的特点》

等文剖析了缅甸封建制的特点。申旭和蔡文枞、刘稚和金旭东、陈显泗和朱昌连等学者，则

分别探讨了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何平在《东南亚的

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中，提出并论述了古代

东南亚是一种“封建—奴隶制混合结构”的看法，否定了东南亚古代史上有过“奴隶社会”

发展阶段的说法。 

在对于近代东南亚社会特点的研究方面，梁志明的《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是一部研究殖民主义统治对东南亚历史发展及东南亚近代社会特点的影

响的专著，不但系统地阐述了殖民主义在东南亚发展的全过程，而且重点剖析了各主要殖民

宗主国在东南亚各国的殖民政策及其特点，以及殖民主义因素对东南亚殖民地的经济、政治

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影响。 

对于在西方殖民侵略时期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近代泰国，中国学者尤其重视对朱拉

隆功改革和泰国 1932 年革命的研究，揭示近代泰国改良主义道路发展和政治、文化发展的

特点。贺圣达发表了《关于朱拉隆功改革的指导思想》、《泰国传统社会与朱拉隆功改革的局

限性》、《朱拉隆功改革成功的内在原因》及《朱拉隆功改革与泰国的现代化进程》等文，对

朱拉隆功改革作了较全面的评述。刘玉遵的《试论泰国 1932 年政变》、张映秋的《试论泰国

1932 年“六·二四”政变》、陈碧笙的《关于暹罗 1932 年政变的若干问题》以及陈健民的

《论 1932 年泰国资产阶级革命》等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场政变——不彻底的资产

阶级革命的原因、性质、作用、意义、影响等。张映秋的《评披汶政府的十二个通告》则对

銮披汶政府在 30 年代提倡泰民族主义、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观念和道德秩序，作

了深入的分析，并批判了其“唯泰主义”。 

较为系统论及战后东南亚历史及政治、经济发展特点的，有贺圣达的《战后东南亚历

史发展》（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张锡镇的《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汪新生的《现代东南亚政治与外交》（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和徐建国的《东南亚国家经

济发展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探讨各国发展特点的，有马志刚的《新加坡道路及

发展模式》（时事出版社，1996）、陈晓律的《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四川

人民出版社，2000）、古小松的《越南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95）和赵和曼的《越南

经济的发展》等。王亚毅的《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7），则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战后东南亚的发展的特点。 

六 

东南亚发展特殊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东南亚文明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不同于世界



上的其他地区。本世纪七十年代前，由于对东南亚当地的古代文明知之不多，流行的是把东

南亚视为“大印度”或“印度化国家”的观点；六七十年代后，由于泰国、越南大量的考古

新发现，又有人把东南亚视为“东亚古代文化中心”，甚至认为稻作业、动物训养、青铜器

等都“起源于东南亚”。中国学者对这些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童恩正在其《近二十年

来东南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略论东南亚及中

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地位》等

文中（均载《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 1998 年版）提出，对上述外国学者的观点应“持一种

审慎的态度”，他深入探讨了东南亚早期文明与中国南部早期农业文明以及百越民族南下的

关系等问题，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中国长江以南，东南亚早期文明中的许多因素，也同越

人文化及越人南下有联系。梁志明的《古代东南亚印度化问题刍议》（北大《东南亚南亚评

论》第四辑），对“印度化”这一概念的含义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在肯定印度文化对古

代东南亚影响的同时，强调东南亚自身的文化特征。其他也有一些文章，论及东南亚古代文

明和印度化问题。但是，中国学者对东南亚古代文明和早期文化的研究总的来说还极为薄弱。 

在对东南亚文化史的研究方面，贺圣达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是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宋立道的《神圣与世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邓殿臣的《南

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出版）分别论述了南传佛教国家宗教（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和南传上座部佛教发展的历史。常任侠的《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上海美术，1980），

是第一部论述东南亚美术的简史。梁立基、李谋主编的《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经

济日报出版社，2000），用不少篇幅论述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东南亚文化、

文学的影响。陈玉龙等的《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在“汉文化”的大构架

下，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中越文化交流。黄心川主编的《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越南卷》，则

收录了于向东等人撰写的越南史上 17 位著名哲学家的评传，也是国内对越南哲学家和哲学

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东南亚伊斯兰教、基督教的研究，虽有一些论文，尚无专著出版。此

外，对于中国文学对东南亚文学的影响，已有多种（篇）论著，缅甸、泰国的文学史也已出

版。但是，总的来看，对东南亚文化史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空白之处甚多。 

七 

对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是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很有特点、

最能发挥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国与东南

亚的关系不仅兼得天时、地理、人和，而且源远流长，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老一辈的学

者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许多成果都在这方面，如冯承钧先生的《中国南洋交通史》、李长

傅的《中国殖民（移民）史》、方国瑜先生关于古代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的

许多论文、吴晗先生的《16 世纪之前的中国与南洋》、邵循正先生的《中法越南关系史》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在更广泛的领域、更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与东

南亚关系史。韩振华先生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收录了

多篇深度研究的论文，对汉代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的考证尤见功力；朱杰勤先生的《中外

关系史论文集》也有多篇专论中国东南亚关系史。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

南人民出版社，1987）收录了多位名家撰写的有关中国与泰国、缅甸、印支三国（越南、老

挝、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文化交流的长篇论文，合起来就是一部颇为

详尽的《中国—东南亚文化交流史》；王介南的《中国东南亚文化交流志》，是一部工具书性

质的记述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往的专著。论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史的专著有黄铮的

《胡志明与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86）、黄国安的《中越关系史简编》、葛治伦的《中泰

关系史》、余定邦的《中缅关系史》、王介南的《中缅友好关系两千年》等；专论近代中国与

东南亚关系史的有余定邦、喻常森的《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山大学，1999）、聂德

宁的《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研究》（厦门大学，2001）、高伟农的《走向近世的中国



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教，1993）。中国西南在中国对东南亚（以及南亚）关系史中的特殊

地位和重要作用，申旭的《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云南美术，1994）和尤中《中国历

代王朝通过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印半岛各地的交往关系》、《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

（1980），是这方面的两篇力作。 

郑和下西洋是古代中国东南亚关系史上的辉煌篇章，已有大批论文发表在郑和研究会

编的学术刊物《郑和研究》和多种纪念郑和下西洋的论文集中，较为全面的专著是郑一钧的

《论郑和下西洋》（海洋，1985），而较为特殊的一部专著，是孔远志的《郑和与印尼》，系

用印尼文撰写，1993 年在雅加达出版。此外，陈炎的《海上丝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大，

1990），以海上丝路为主，兼论西南丝路，重在探讨中国与东南亚尤其是中缅、中泰文化、

经济交流。《瀛海币流》（云南民族，1998）和《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四川人民，1994）

两书，收录多篇论文探讨东南亚钱币与中国古代钱币的关系，在中国—东南亚关系史研究中

可算是别具一格。 

八 

东南亚华人华侨史，就历史上华人华侨与祖国的关系而言，可视为中国同东南亚关系

史的一部分；而就华人华侨在当地社会的成长、发展而言，又是东南亚史的一部分。东南亚

是华人华侨人数最多、最集中、历史最为悠久、与中国本土关系最为密切的地区，东南亚华

人华侨史当然也就成了中国东南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且，中国学者研究华人华侨史具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 30 年来，海外华人华侨群体的崛起及其同中国关系的密切，更引起

国内外关注。华人华侨史研究已成为东南亚史研究中的热点，是二十多年来东南亚研究中成

果最多的领域，广泛涉及华人华侨在东南亚的历史、活动、华族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当地民

族的关系及对各国经济、文化的贡献、华人华侨与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尤其是与近代史上

重大事件和伟人的关系（如华人华侨与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抗日战争等）、

杰出的华人华侨历史人物、华侨华人华族因素对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影响等。在通史类著作

方面，有吴凤斌的《东南亚华族通史》（福建人民，1994）和朱杰勤的《东南亚华侨史》（高

等教育，1990）以及李学民、黄昆章的《印尼华侨史》、黄滋生、何思兵的《菲律宾华侨史》

和林运辉、张应龙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均由广东高教社出版）等。论述华族社

会发展变化的专著有黄枝连的《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上海社会科学，1992）、梁志明的

《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昆仑，2001）和曹云华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

（中国华侨，1999）。经济史方面的有郭梁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史》（经济科学，1998）

等，而全面、综合研究华侨华人（以东南亚为主）与中国关系的最新成果，有庄国土的《华

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教，2001）。 

近几年华人华侨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许多作者都深入当地进行实地的考察调研，同

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也多有创新，不同于 80 年代前多以介绍为主。上述庄著可以说是一

个代表，而对华侨华人经济文化及其同当地社会、民族关系的较为深入研究的专著，有高伟

农的《东南亚华人信仰诸神考》（曼谷，2001）、曹云华的《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

社科，2001）、段立生的《泰国的中式寺庙》（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丛书）等。 

九 

展望 21 世纪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前景，我认为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东南亚史研究

面临严峻的挑战，只有正视现实、正视挑战，作出有力的回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在新

世纪开创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新气象、新局面。 

中国东南亚史研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 

一、作为历史学科的一部分，东南亚史面临中国史学共同面临的问题，即失去了 80 年



代初的光彩和吸引力，与正在迅速崛起的东南亚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研究相比，其处境冷

落尤为明显。在东南亚专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历史类文章，已从 80 年代初的 35%以上，降

到目前的 5%—6%。培养出来的史学专业人才，毕业后很少专门从事史学研究。 

二、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掀起的东南亚史研究潮第一波看来已经过去，第二波尚未形成；

第二波的困难不仅在于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宏观的社会氛围，还在于人才资源。第一波的主要

人才资源是解放前就开始东南亚研究史的老一辈学者、建国后十多年中培养的人才和恢复大

学招生后 80 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这批人才中的前两类大多在 60 岁以上，后一类已在 50

岁上下；新一波的主力应是 80 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更为年轻、有更高的学历结构和国内外

学术经历的人才，但这批人才中专门致力于历史研究的相当少，如果继续目前的情况，恐难

以形成一支足以掀起“第二波”，创造 21 世纪初中国东南亚史研究新辉煌的力量。 

三、中国东南亚史研究领域近二十多年来远较过去广泛，成果不少，但真正高质量高

水平的并不多（尤其是在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史、华侨史及古籍整理之外的领域），对许多重

要领域缺乏深入研究，甚至还有不少空白。由中国学者编著的东南亚国别史尚未出齐，即使

已出版的也并非水平都已很高了；我们也还没有推出高质量的东南亚通史和中国—东南亚关

系史；我们对东南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国际关系史

的研究都相当薄弱，很少有这方面的专门史；有关东南亚的历史人物传记出了不少，但真正

学术性强、有份量、有深度的极少。在宏观研究上，我们对东南亚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

题，如东南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和外来影响、东南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东南亚这个地球上

的“东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何以大有异于地中海地区、东南亚的现代化进程等，都还很少甚

至没有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微观上，做到很深很细而又“以小见大”的研究也很少。 

四、中国东南亚史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对整个东南亚地

区史和国别史的研究上，国外对东南亚史的撰写，从赛代斯的《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

度化国家》（1948）到霍尔的《东南亚史》（1955 年初版，此后几次修订再版）再到《剑桥

东南亚史》（1992 年版）实现了两个大的飞跃；80 年代以来，新出版的各国史也都有令人耳

目一新之感。在对重大问题、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国外也取得了巨大进展，如澳大利亚史学家

安东尼·雷德的《商业时代的东南亚，1450—1680》，深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

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和启发，被誉为研究前殖民时代东南亚“全面的历史”的一部巨

著（全书两卷，共 665 页）和典范。而我们尽管有了许多论郑和下西洋的论著，有可能却未

能对诸如“郑和时代的东南亚”写出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大作。此外，国外东南亚史研究在方

法论上趋于多样化，许多史学家有意识地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

法，而一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则重视历史时期的东南亚相关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成功，

甚至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的名著《尼加拉：19 世纪巴厘剧场国家》

和《文化的解释》（都已有中译本）的主要历史—文化资料就取自印尼的爪哇和巴厘，但其

解释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人类学的，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深度融合，从而使这些

著作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 

五、在学术人才的培养上，尽管有多所大学已建立了与东南亚专业有关的硕士点和博

士点，但史学人才的培养仍是一个薄弱环节，青黄不接的现象已相当突出，适应 21 世纪东

南亚史研究需要的高素质的人才（懂得对象国语言文字又熟悉掌握一门大语种外语，在古汉

语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熟练国内外东南亚史研究状况，在某一方面有

深入研究，学术视野开阔，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匮乏，一些东南亚古

文字如喃字甚至已鲜有年轻学者掌握；一些素质较高的人才，转向了东南亚经济、国际关系、

华人华侨研究等现实性应用性更强的研究领域。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20 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已使中国东南亚史研究在许多方面都



有了一个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好的、更为广泛的学术基础，这是向新世纪更高的目标攀

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发展，以及中

国与东盟将在十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都将极大地促进双边的各个领域的交往，

增强双边人民互相了解的需要，增强中国更多更深入地了解东南亚的需要，从而给予东南亚

史研究最强大的现实动力。为推进 21 世纪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笔者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从学术上高度重视东南亚历史研究在东南亚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把对东

南亚历史的认识作为研究东南亚其他问题的必要和重要基础；把东南亚历史课程作为东南亚

专业硕士、博士生课程以及一些大学本科尤其是开设硕士生课程的大学历史系本科课程，并

相应地确定或组织专家撰写高质量的东南亚通史和国别史基本教材或参考教材。这些教材同

时也是可以面向社会的东南亚史读物（由于这方面的基本读物的缺乏和基本知识的不够普

及，在近年来大量出版的东南亚旅游类读物中，涉及历史的内容甚至重要人物的译名，都出

现了大量不能容忍的错误和混乱，中国水电出版社出版的《异域风情丛书·东南亚》就是一

个突出的例子）。 

二、以 21 世纪学术研究的高标准，培养和提高东南亚史研究工作者：从事东南亚史的

研究人员尤其是高级研究人员，除了具备和不断提高作为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素养，包括大语

种外语的素养，还应努力学习、掌握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深入了解和及时掌握相关领域国外

研究的先进成果和学术前沿，多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往。 

三、在继续重视发挥优势、深化华人华侨史和中国—东南亚关系史研究的同时，必须

加强对东南亚本身历史的研究，在相关的问题上有中国史学家的声音、观点和影响；针对中

国东南亚史研究中存在的理论构架薄弱、分析缺乏深度、方法较为陈旧、对重大历史问题的

综合研究欠缺以及微观上深入、具体的研究少等问题，应强化宏观、深化微观，化力气做好

具有开创性、前沿性的重大课题研究，重视史学理论的新发展，重视历史学研究同政治学、

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结合，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有大的创新。 

四、服务国内，面向东南亚，面向世界：东南亚史研究在新世纪能否兴盛，最主要的

还是取决于能否很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服务于中国人认识、了解东南亚历史的需要。中国

有 13 亿人口，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人对了解一些东南亚史感兴趣，这个需求量就够大了。

同时，既然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东南亚，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成果也应

该面向东南亚，面向世界，让他们了解中国学者的成果，与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自从二战

中产生了“东南亚”这个词汇，战后开始对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以来，无论在东南

亚还是在国际东南亚学界，占主导的东南亚史观还是西方学者著作的东南亚史观，是赛代斯、

霍尔的东南亚史观，“剑桥东南亚史”的东南亚史观。西方学者当然很有贡献，而且在东南

亚史研究的许多方面确实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学者的成果也应该走向东南亚，走向世界。

这显然需要我们作更多的更艰巨的努力，包括提高研究人员的学术和外语水平，加强对外学

术交流，出版外语版的或双语版的学术刊物、学术著作。当然，随着中国在 21 世纪的发展

和中外友好关系的增进，也会有越来越多国外学者学习和掌握中文，直接阅读中文的论著。

无论是服务国内还是面向世界，最重要的在于我们的东南亚史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质量。我们

应该改进学风和文风，增强科学精神，树立精品意识，奉献更多的上品、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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